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3), 1429-1436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3197   

文章引用: 马一帆. 多歧与复调: 民初四川国学学校学术分科的西化过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3): 1429-1436.  
DOI: 10.12677/ass.2023.123197 

 
 

多歧与复调：民初四川国学学校学术分科的 
西化过程 

马一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2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3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31日    

 
 

 
摘  要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受到西潮冲击，以西式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专科化成为一大显著表征。然而以中学

来适应西学的学术分科又存在着双方难以充分绾合的困境。作为民初蜀中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

机构，四川国学学校迟至1918年底始在官方“训令”要求下将学科设置的西化工作提上日程。在预拟章

程草案中，校方仍然大体延续此前既存的办学模式和框架，与教育部定章乃至川省当局的明文要求明显

异趣，从一个特定的重要视角折射出民初四川在当时整个传统学术文化嬗替进程中的多歧特性。尽管无

法全然抵拒西式文科学术类分体制自上而下的推行趋向，但至少从该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授受层面来看，

由传统经史学问的研习理路向西式文科类分观念下“学术研究”的转变在蜀中是相对滞后于教育部定章

且不无迟疑和忧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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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academics were affected by the Western tide, and the West-
ern-style division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 emphasis on academic specialization became a 
prominent feature. However, the dilemma of adapting the academic division of secondary school 
to Western studies i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wo sides to fully integrate. As the only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for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studies in Shu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chu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was required by official “orders” to put the Wester-
nization of academic subjects on the agenda as late as the end of 1918. In the pre-drafted constitu-
tion, the school continued to operate largely on the same model and framework as before, in con-
trast to the explicit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ichuan provincial authori-
ties, reflecting from a specific and important perspective the divergent nature of Sichua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ut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Al-
though it was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 top-down trend of the Western-style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at least at the level of the school’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scripture and history to “academic research” under the Western-style aca-
demic classification concept was a process that lagged behi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gula-
tions and was not without hesitation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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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在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以西学分科

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特征[1]。尤其清季民初“新教育”中各类学堂的章程及课程表，是考察西学冲

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演变的“重要参考系”之一。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为迎应西学的冲击进行了长期

的努力，清季存古学堂及其民初变体即是这一长期努力中不应忽略的一环。桑兵教授在研究“近代知识

与制度的转型进程”时，即将其置于晚清“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的脉络中，“重新检

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2]。 
刘龙心教授认为，清季存古学堂的国学主课内容“繁重”，“事实上已不可能再有其他学科讲授的

空间”，“几乎等于只以经史词章之学作为讲授内容，而其‘一经穷毕再究一经’的地毯式研习方式，

更是把其他一切知识拒于门外，在史学门中甚至连西史也一概剔除，几乎是回到新式学堂未设之前的书

院考课型态”[3]。 
程歗教授和谈火生教授在探讨“分科设学和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时认为，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

“中学、西学的结构关系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轮回：西学从民间、从地方的书院进入国家正式的教育体制，

而完整意义上的中学则退出了中央和地方的学堂体制之外，赖书院以‘存古’”[4]。左玉河教授认为，

“清政府采取种种保存中国旧学之措施，无论是各级新式学堂保留经学科，还是设立存古学堂，均是一

种面对西学冲击而采取的被动应对之策。虽然这种应对有助于保存中国旧学，但却无益于转化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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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旧学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接轨，以西学之新知、新理、新法来研究中国旧

学，通过‘援西入中’方式，将中国旧学逐步纳入到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5]。 
相关既存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大多从西方近代学科体制的立场立论，关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

科体制的“转化”或“接轨”进程。如果坚持以“返其旧心”的中立眼光观察，在清季民初新旧教育转

型进程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西式学堂办法与中国传统书院体制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也并不能够简单地

以西来中用的方式理解。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不同于传统认识的西化过程。倾向于用中国传统书院体制保

存和传承中学的方案，虽与近代以来学堂取代书院这一历史演进的大方向不符，却未必不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面相。在官方实施对全国学校改组，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措施的背景下，清末所遗留下来的

国学教学机构应如何处理学术分科问题。在切实执行改组分科过程中，“西化”是否如官方政令所推行

的节奏那般亦步亦趋。不同分歧状态下的不同回应，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非线性发展和

延续性的一面，从而多少弥补“倒放电影”式的研究思路可能存在的缺失。 
民初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的学术分科设置演变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清季民初的蜀学演变是一个

动态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近些年的研究视野愈趋开阔，相关讨论有渐趋深入之势。已有学者指出“蜀

学”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取向外，还应包括学校与学人两大要素[6]。而具体到学校层面则

又包括教学机构、办学思路和授课模式等方面。四川省国学专门学校，经由四川存古学堂发展变体而来，

先后数次更名 1。尽管清季民初川省时局动荡，但该校一直作为专门性的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得到四川官

绅的鼎力支持，是民初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桑兵[7]、王东杰[8]、郭书愚[9]在各自的研究中不同

程度地述及该校的相关面相。整体上概而言之，民初蜀中文教学术机构学术分科和课程设置的演进，是

有关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研究中相对较薄弱的环节，而对其西化演进过程的研究多少从一个侧面提示

出近代蜀学的发展面向。 
本文初步考察川省国学专门学校学术分科的西化过程，侧重其在官方政令推行下，校方为延续旧有

的办学和教学模式所做的努力，希望能为深入认知清季民初在文教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中，学术分科的

西化进程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同步现象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2。 

2. 自上而下的学科设置西化进程 

学科分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特别是学术发展的外在表现，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曾出现

过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但具体而言，中国学问在西学未曾影响之前，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

之的。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

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痛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

的研究”[10]。这一治学取向直到晚近学人受西方学术分类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回向原典，从中国传统

中寻找分类体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部之学”和“七科之学”。随着西学冲击，中国学界开始在清

末办理各类新学中进行学科分类。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仿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分经、文、

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11]。1913 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

置的学科及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取消

了“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12]。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它标

 

 

1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日，四川官立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1912 年 6 月，川省成立国学院作为“全省国学机关”，同年 11
月，国学馆并入国学院。国学馆一切事宜均由国学院统一办理，该馆原“教科之部”成为四川国学院附设的“国学专修科”。1912
年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附设国学专修科”更名为“国学学校”。1914 年 2 月，川省停办国学院，改组专办“四川省国

学学校”，至 1918 年底，学校又改组并更名为“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这应是四川存古学堂民元后的变体作为独立的国学院

研究和教学机构存在的最后形式。1927 年，学校转入“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最后并入“国立四川大学”。 
2本文以下所述凡民元以前者皆依照当时人的作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日期。民元为鼎革之际，常常是新旧历并用，凡

不能确定者，出以民国纪年，此外皆用公元。又，本文以下引用作者全名时一概不尊称先生，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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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中国学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近代西方式的学术门类。 
迟至民国 7 年(1918 年)底，川省官方发布训令表示“照得前清四川存古学堂之设，原为保存国粹养

成国学专门人才起见，察其用意深与东西各国注重国学之旨相符。惟民国学校新制未将此项学堂列入系

统，部定规程于法、商、医、农、工各分科大学之下并有专门学校之规定。文科则仅有外国语专门学校

一种而于国学专校独付阙如。”要求国学专门学校“力谋整顿，积极进行”“改组”事宜。在预拟并送

呈四川省长公署“察核立案”的“改组报告”中，该校办学员绅拟将学制定为一年“预科”、三年“本

科”，“毕业后再加研究科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改组报告”中，学科设置的西化问题被提上日程。按照校方的设想，改组

后设“哲学及国文、历史三科。哲学科以经、子及中外哲学、东西洋印度哲学概论、国文、伦理、心理、

美学为科目。国文科以国文、小学、文学史、历史、地理、美学为科目。历史科以中外历史、中国地理、

法制史、塞外民族史、国文学、美学为科目”。其中“哲学”科既有“东西洋印度哲学概论”，又有相

当“浑括”(此为川省官方评语，详后文)的“中外哲学”课程，更有经、子等传统中学课程，正是国学院

办学员绅最初接纳西式文科学术类分体制并力求在“哲学”学科内部“并存”中西学术分支类别的原始

状态[13]。 
这样的分科及课程规划一方面确实在名称上大体确立了西式文科学术类分的形式。但“经科”是清

季存古学堂排在首位的科目类别。自民元以降更名国学馆乃至归并国学院后，“分经专肄”则成为该校

所有学生必修的学程[14]。在这里“经科”的名称已正式被“哲学科”所取代。“经学”也被“降格”为

“哲学科”下并列的诸多课程之一，甚至“屈尊”与“子学”完全平起平坐。另一方面，“经学”与“子

学”两门课程仍独立于“中外哲学”以外，“经学”仍是整体作为一门课程而存在。大约在校方看来，

作为传统中学特有的分支门类，经、子两学终究不能全然“整合”到西式学术分科下的“中外哲学”中。

这与民国教育部早已明令的处置方式完全异趣。 
早在民元 1 月，时民国教育部刚成立不久即拟订《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表》

并将之颁发各省，所有高等以下的普通教育机构(包括中学和高初两等小学)以及师范学校的读经讲经课程

均被废止[15]。但教学授受儒学经籍的官方途径却并未完全从民初学制中根除殆尽。至民国 2 年初，教育

部将《大学规程令》颁行各省，清季“经科大学”的名目被取消，不过按照该规程令第二章“学科及科

目”的明文规划，《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孟子》

八经与“周秦诸子”、“宋理学”一起列入“文科哲学门中国哲学类”下的“中国哲学”科目中；“《尔

雅》学”则成为“文科文学门国文学类”下的科目之一；而在“文科历史学门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下，

《尚书》《春秋左氏传》与“秦汉以后各史”共同并列为“中国史”科目的研习内容，《周礼》则和“各

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一起成为“法制史”科目的研习内容。这样一来传统中学的“十三经”，

除《孝经》全未提及以外，其余“十二经”已被完全拆分到“大学文科”的“哲学”、“文学”、“历

史学”各门中[16]。 
大概就是考虑到相关部章已有明文规定，四川省长公署在对校方所呈“改组报告”的批覆公函中指

出：哲学、国文、历史三科“均应定作本科名称”，并饬令将原拟哲学科“经、子二项归入中国哲学”，

该科“加授中国哲学史暨西洋哲学、印度哲学概论、论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至于原拟“中外哲学”

一课实为“浑括之语，即应删除”。国文科则“应加授哲学概论、言语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等

类，地理一门并应删去。历史科应增设史学研究法暨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历史地理学、人种学并

经济、外交、美术各史，其中外历史一项应改为中国史，中国地理应删去”。这里无论是“加授”或“增

设”的科目，还是删去的原拟课程，均是分别参照教育部《大学规程令》对大学文科哲学、文学、历史

学各门科目的设置而来[17]。此外省长公署还在批覆公函中要求该校“参照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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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科每周各学科应授钟点暨校中学则、表簿与应行规定之一切事项”全部“另定详章送署查核。” 
可以说，此时国学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学术分科还是课程设置上都大体遵循了教育部章程规定，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官方政令要求下的“西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多歧与复调却始终伴随着整个国学

学校学术分科的改组与西化过程。 

3. 力求“不失其故”的努力 

川省国学学校的学术分科西化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多歧性。尽管在部令的规章要求下，国学

学校进行了西化改组，但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在拟订的详章预案中在学科及课程设置方面仍力求大体延续

该校此前既存的办学模式和框架，而这与教育部定章乃至川省当局的明文要求均有相当的距离，这至少

提示出彼时川省校方对学科分类西化的迟疑与忧虑。 
在预拟章程草案中，校方仍然决定不同时设立哲学、史学、文学三科，而是“暂分设哲、文两科”，

且仍然准备沿用此前报告中提出的一年“预科”、三年“正科(本科)”外加一年“研究科”的三级学制[18]。
但与此前双方的协商内容完全不同的是，无论是“哲学”科还是“文学”科，也无论是第一学年的“预

科”阶段，还是后三年的“正科(本科)”阶段，该校每名学生统计四年的学程均是一以贯之的以“经学、

子学、史学、小学、国文”为五门“主要课”。其它所有被列入哲、文两科四年学程表的课程通通只是

作为“辅助课”的性质而存在。也即是说“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这些

至少在名称上“纯粹正规”的“哲学”课程反而成为了“哲学科”的“辅助课”，而“中国文学史”作

为在名称上“纯粹正规”的“文学”课程同样被列为“文学科”的“辅助课”。且所有“辅助课”中，

除“美学兼美术”一门为哲、文两科四年通习的课程外，其余各课均是只有一年学程。 
在述及五门“主要课”时，该校办学员绅特意分别阐发了“哲学科”与“文学科”学生不同的研习

旨趣： 

经学：……讲哲学者注意经所由作与经中言外之意。使先圣心迹默契于心；讲文学者则注意经中精理名言，文

章尔雅将吐辞为经，不啻口出。 

子学：……哲学研精其理，则灵原睿发；文学揣摩其文，则奇文共赏。 

史学：……哲学则宜究治乱兴衰之原，书、表与志须特力注意。文学则宜究史家体例，典章人事之钜，纪传、

世家务加意研求。苟会其通，见智见仁，各随所学以分获哲、文之益。 

小学：以《说文》为主，纲列六书，总括于形声义三门。义主故训，与尔雅学相贯。声谐《诗》《易》，古韵

为世音韵学之先河。形备古籀篆，为分、隶所由出，草、楷所发端，实文字之权舆，文学之渊薮。形声所著，远取

近取，通德类情，哲理系焉。况中国哲理备于子，原于经，经舍小学难解，故言哲学者亦宜从事小学以端进步。 

国文：古无骈散之分，近世课文始有骈、散两派。大率习哲学者，文多近散；习文学者，文多近骈。然究不可

拘文章取材，通以经、子、史为上，作文通以声光为本。文字备于《说文》，声光备于《诗经》，通宜讲习[19]。 

这里述及的“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分支的关系值得注意。当西式的“哲学”至少在名称上被

正式确立为川省国学专门学校的一大分科类别时，该校自清季以来一直开设的经、史、辞章(国文)等中国

传统学术课程，其“主要课”的位置因其各自与“哲学”的不同“关联”而依然得以保留。不仅如此，

“子学”与“小学”同样因其各自与“哲学”的不同“关联”得以与经、史、国文等课分别并列为独立

的“主要课”。该校在拟办“哲学科”的同时，中国传统学术课程的设置在“哲学”的大“招牌”下不

仅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反而更趋完整全面[20]。 

由四年学程(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总计的授课时间来看，在“哲学部(科)”的诸多课程中，“经学”、

“国文”两门的课时数并列最高(但各学年具体配置有所不同)，而“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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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概论”三门“哲学”“辅助课”则被统一设置为仅授一学年的最低课时数，各只有“经学”

或“国文”课时的 1/12。在“文学部(科)”中，“经学”课时数也是仅次于“国文”，而“中国文学史”

作为“文学”“辅助课”同样被安排成只授一学年的最低课时数，仅为“国文”课时的 1/15 或经学课时

的 1/10。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在“小学”已从“经学”中析离出来单独成为一门“主要课”后的统计

数据。事实上，“先通训诂”仍是该校哲学、文学两科所有学生均须遵循的习经理路(详后文)。在校方看

来，哲学科学生所以“宜从事小学以端进步”正因“中国哲理备于子，原于经，经舍小学难解”[21]。可

知“小学主要课”虽独列于“经学主要课”以外，但至少哲学科学生研习“小学”的主旨仍是完全落在

作为“中国哲理根源”的“经学”上面。而该科“经学”、“小学”两门“主要课”的四年课时数已达

总授课时间的 35%，正好是该科“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概论”、“印度哲学概论”三门“哲学”

“辅助课”课时总数的 7 倍[22]。 
另一方面，虽然该校哲学、文学两科学生需要各自“注意”经学与其各自本科的不同“关联”，但

两科学生经学“主要课”的基本治经门径和总体授受理路却并无区别： 

治经以《白虎通》为要，先通训诂，宜先专治一经，以群经为辅，久之会通群经，左右逢源乃得归宿[23]。 

这是“哲学”与“文学”两科学生均需遵循的习经原则。其中对《白虎通》的强调当是在力图维系

并传承前文所述该校自民初以来几经嬗替形成的治经风尚(派别)。而“先通训诂”和“专习一经”的规定

同样是该校从更名国学馆到归并国学院经学教授取向和模式的延续。 
事实上，高等专门性质的“国学学校”原本不在民初教育部新订学制系统内，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预

拟的“哲学”、“文学”两科“辅助课”尽管与川省当局的饬令要求均有出入，但确实都是分别参照教

育部《大学规程令》对“大学文科”的“哲学门中国哲学类”、“文学门国文学类”的具体科目规定酌

有增减而来 3。唯各门“辅助课”大多仅标出采用的教科书版本，即便提及具体讲授事宜也都是以寥寥数

字“浑括”而已，甚至有“法学通论”课项下支字全无者。这与前引校方对五门“主要课”教学授受旨

趣的阐发实有相当鲜明的落差。 
不仅如此，在拟订“学科程度”时，校方对“哲学部(科)”和“文学部(科)”五门“主要课”自预科

到正科的历年学程(尤其是“国文”和“小学”两课)另列了相当具体细密的教学授受方案。相比之下，除

“预科”项下的“法学通论”、“论理学”两课分别注出同样相当“浑括”的“由教习提要讲授”、“由

教习参中外讲授”各语外，其余所有“辅助课”最多只标明学年教学安排而对“学科程度”则完全付之

阙如[24]。在该校办学员绅的规划设想中，基本延续传统治学理路的“主要课”与大体参照教育部定章新

设的“辅助课”之间的轻重缓急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4. 结语 

刘龙心在考察民初学科体制演进时指出：“大学废止经科之后对文科的冲击可谓最大，原本隶属于

经学门之下的科目因此拆散纳入文科各门中，加助了文、史、哲等学门建立起明确的学科界域，此外，

清末以来王国维等学人所力倡的学术平等之意，亦得以在制度面获得落实，对日后文科各门的独立发展

产生了相当关键性的影响。”[25]。由川省当局与国学专门学校校方自民国 7 年底展开的“改组”工作来

看，当时已在部颁文科学制系统中得以确立的西式分科办学模式、大学“经科”乃至作为整体独立的“经

 

 

3 在该校预拟的“哲学科”9 门“辅助课”中，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论理学等

7 门与《大学规程令》中“大学文科哲学门中国哲学类”下所列相同，另有“美学兼美术”一门则与后者所列“美学及美术史”相

类，实际仅有“法学通论”一门为后者所无。至于“文学科”的 9 门“辅助课”，也有中国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论

理学概论、世界史共计 5 门与《大学规程令》中“大学文科文学门国文学类”下所列相同，另有“美学兼美术”与后者所列“美

学概论”相类，而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论理学四门则与该校“哲学科”所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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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被完全废止或摒除在上述办学模式之外，确实均对蜀中此次改组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

影响。力图“足补”教育部《高等专门学校规程》在“国学专校”层面的“独付阙如”，正是民初川省

当局在“改组”伊始即明令延续的该校定位所在[26]。也正因“国学专门”学校(或学级)原本不在部颁文

科学制系统中，该校改组工作并无完全适用的部章可资遵循。川省当局及国学专门学校校方的实际改组

运作除参照教育部有关公、私立专门学校的相关规程以外，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双方也都部分参照了

《大学规程令》的相关规定。 
由于档案资料的残缺，教育部及川省官方对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所拟详章预案和授课时间表的反应暂

不得而知，但作为校方自拟的“改组”规划，这样的方案即便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也提示着该校办学员

绅仍然力图完善该校自清季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学术科目设置并努力维系这些课程的“主要”地位

和独立特性。不仅如此，按照他们的设想，该校自更名国学馆、归并国学院以来逐渐形成的学风及教学

授受取向也要在这样的详章预案中传承延续。这些面相均与部颁定章办学思路和模式有相当明显的歧异，

体现出民初川省区域文化较强的多歧特性。作为当时川省唯一的高等专门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四川国

学专门学校虽然无法全然抵拒西式文科学术类分体制自上而下的推行趋向，但至少从该校的课程设置和

教学授受层面来看，由传统经史学问的研习理路向西式文科类分观念下“学术研究”的转变在蜀中确实

是相对滞后于教育部定章且不无迟疑和忧虑的过程[27]。 
进而言之，近代学术分科的西化履迹在文教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层面呈现的不平衡和不同步，似乎

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清季张謇等江苏教育总会士绅致力于将南菁高等学堂改办南菁高等文科学校，“本

科”层面只设“文学部”和“哲学部”。前者看重中学作为“吸受(新学)之具”的功用，实更接近国粹学

派先强化“主观”以接受“客观”的主张[28]。后者则是清季“新教育”建制以及官办存古学堂的教学规

章中完全不见踪迹的西式科目。经、史皆不再是大的“学科”类别，而是降格为学科之下的课程，推尊

“哲学”已到抑压经史的地步，[29]如此完全以西学为中心重组中西学，对传统学术多少有些根本性的颠

覆意味，与稍早时候王国维力主将哲学列入经、文两科大学课程的方案相比，“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的道路上已风疾马良，去“道”愈远，[30]与本文所述民初四川国学学校不无迟疑和忧虑

的学科西化过程，适成鲜明对照。相关面相尚有较宽广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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